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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时代使命

周叶中 熊 娜

摘 要  在党建学主导和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参与下，党章研究经40余年之积淀，已形

成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并确立起相应的知识框架和研究风格。但在繁荣的研究景象背后，

党章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侧重将党章置于党的建设领域，相对忽视党章在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过多从党建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议题偏好出发，相对

欠缺立足党章本体建构党章自主知识体系的能力。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迈上新

征程、党内法规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党章研究更是面临实践与学术

回应性的双重挑战，其内在不足日益凸显。为应对有关挑战，新时代的党章研究应以党内法

规学的形成为契机，确立“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的、以党内法规学为方法”的研究宗旨，在探

索基于党内法规学视角的党章理论的同时，有效关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就需要党章研

究进一步树立面向党和国家政治运行的问题意识，构建涵盖党、党章、党和国家治理三个维

度的分析结构，形成贯穿党章生成与作用场域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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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

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1］（P51）作为党的总

章程，党章具有公认的重要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为认识党章现象及其规律，党建学①、法学、政治学等相

关学科的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逐渐发展出涵盖党章历史演进、原则制度、

制定实施等多方面内容的知识框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开启，中国的政治实践与

学科发展都面临深化和优化的需要。这不仅为党章研究带来新的时代课题，还使原来基于相关学科的

研究面临整体的适应性挑战。那么，党章研究应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对相关挑战？是延续既有经验

传统还是重新思考研究进路？本文即拟在回顾与检视党章研究脉络基础上，结合新时代背景，对党章研

究应秉持何种使命追求及作出何种方式调整进行分析，以实现党章研究的再出发。

一、党章研究脉络的回顾与检视②

与作为整体的党内法规曾一度较少获得学术关注的状况不同［2］（P118-119），基于党章的独特地位和

政治环境的影响，党章研究一直都有数量可观的理论成果。1981年，党中央形成“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

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

① 鉴于中共党史、党的建设经历过不断分合的发展历程，本文在综合考察党章研究中的术语使用习惯后，选择用“党建学”进行概括。

② 尽管严格来讲，党章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但由于当时成果数量较少，且更侧重于政治宣传而非学术探讨，加之后来又很快陷于停滞，直

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因此，综合考量研究状况与论证目标，本文将研究起点定位于20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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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3］（P25）的统一认识，并把随后通过的十二大党章作为“坚

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4］（P4）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章

很快成为以党建学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观察对象。及至21世纪，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

律和党的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法学、政治学等也开始重视对党章

的探讨，使党章研究热潮不断高涨、规模日益扩大。据此，我们根据时代环境、学科视野、议题设置等因

素，将党章研究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 早期以党建学为主导的党章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针对党的现状，提出

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更严格的要求，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

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核心”［5］（P353-354），通过十二大党章重新明确党的主要任务、党的工作方针、党的建

设的基本要求、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全面调整党组织、党员、党的干部的职权职责、义务权利，并通过整

党、党章学习、干部培训等活动不断强化党章权威。从表现层面看，党章的文本内容和现实运行，都较直

观地进入党建学知识范畴。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范平、叶笃初等学者即分别撰文，主张将党章研

究作为党建学的新领域［6］（P22），提出研究党章的中心任务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党章思想、总结党章制

度建设经验、汲取他国共产党章程建设的有益经验、清除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7］（P17）。

这些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意在使党章研究服务于重整党的组织秩序、提高党的建设工作水平的时

代需求，为巩固拨乱反正胜利成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促进党内关系科学化发展提供理论保障。

在党建学的主导下，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党章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结合党的指

导思想、概念理论、体制机制、路线方针等，从宏观层面对党章的发展历史、价值原则、结构内容、制定实

施等作出概括式梳理总结，力图全方位搭建党章知识框架［8］（引论P1-6）；二是针对党的性质、党员权利、

党的纪律建设要求、党的组织原则等事关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分析党章相关规定的历史由来、政治意

义、完善路径［9］（P17-20）；三是根据党的政策表述注解党章文本中的基本概念和专有词汇，以辅助开展党

员教育、党章宣传等活动［10］（序P1-10）；四是结合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章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情

况，形成关于党章建设的经验借鉴或趋势判断［11］（P4-6）。这些研究对人们认识党章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构成理解党章历史脉络与文本内容的基础性知识支撑。不过，以党建学为底色的党章研究，会天然侧重

于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视角，因而往往采用建立党章史、阐释党章内容等方式表达中国共产党内在的党

建取向，这就容易带有较为浓厚的政策叙事色彩。如此一来，党章研究更多是对党的建设的理论观念、

方针政策进行学理叙事或提出原则建议。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学科偏好，因而当时还曾引发党建学学科

体系与党章体系关系的争论，即党建学的研究领域是否已实际为党章内容所覆盖［12］（P41）。

虽然在社会迅速转型、党章文本出现较大调整的情况下，上述聚焦党章具体内容、展现党建理念的

探讨必不可少，但当政治运行进入常态化阶段，总结党章发展历史、介绍党章制度内容等工作告一段落

后，由党建学主导的党章研究所能发挥作用的理论空间则会相对有限，且容易衍生出诸多同质化研究成

果。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毕竟不同于一般政党章程。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

设计党章的理念目标、中国的政治关系结构等要素为基础，党章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有不亚于宪法

的塑造作用［13］（P98），具有更复杂的现象及其规律表现，需要更系统周延的理论回应。这些都表明，仅将

党章研究置于党建学是不够的。而著名党章研究学者叶笃初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88年，叶笃初

在译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章研究》时，即对那些主张“执政共产党党章的意义不限于党的内部，而

是涉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生活秩序”“十二大党章构成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观点表示

肯定，并认为其为党章研究提供了学科视野上的新思路［14］（前言P2-8）。不过，或许是由于学科偏好等原

因，叶笃初本人还是更习惯将党章研究置于党建学的知识体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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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党建学研究思路的延续与多学科参与下研究视野的拓展

进入21世纪后，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党中央相继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重大时代命题。党章的内容随之有所调整，中国

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方略更系统地进入党章文本，党章超越规范党的自身建设的功能特性日益突出。同

时，社会科学领域的本土化意识不断提升，关注中国共产党及其党章的学科逐渐走向多元。在政治背

景、规范文本、学术意识的变化交汇中，党章研究既沿着党建学思路继续深入，又随着多学科的参与而发

展出新的知识增长点。

就党建学来说，除在党章修改、建党整周年等关键节点会对党章作出全局性历史梳理或文本解读

外，学者们更注重开展党章的专题化研究。此类专题化研究一般表现为：选取历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

的党章文本、党章具体的理论原则或制度安排、党章某一细节规定等，通过历史、政策材料的深入挖掘与

递进分析，力图在还原党章面貌与历史真实的同时，提炼指导党章未来发展的经验。这种突破过去面面

俱到式探讨的研究思路，无疑能进一步夯实党章的知识基础。但问题仍然在于，主要围绕党的材料展

开、就文本内容谈文本内容的党章研究，难免较多依赖中国共产党有关党章的政治判断与意志表达，而

对党章制度设计的深层理论逻辑、党章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制定的最高规范的特殊价值、中国复

杂且独特的治理实践等则关注不够。这就导致由党建学主导的党章研究往往容易遮蔽诸多核心问题，

甚至局限于表面的政策性论证，因而全方位揭示党章现象及其规律的理论能力略显不足。例如，关于党

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虽曾因党的十三大后启动常任制试点工作而成为党章研究的热点，但当时党建学涌

现出来的一批研究成果，大多是结合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设立、取消、试点常任制的政策考量，专门分

析常任制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恢复重建的政治意义等［15］（P46-50）。而且，后来由于常任制的探索没有

继续深入，学理上的探讨也就不了了之。现在反思这场持续十余年的讨论，至少可发现两大问题：一是

由于未能充分挖掘党内民主的性质定位以及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关系，因而难以把握借鉴国家民主

经验设立的常任制与党内民主理论的适配性问题；二是由于未能充分关照地方试点常任制的情况，忽视

了制度运行对地方权力秩序造成的冲击及因此遇到的阻力［16］（P125-128），因而难以把握普遍推广常任

制的现实问题与解决措施。这些不足即是由党建学的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先天决定的。

相较于党建学对历史、政策材料及建党理论等的偏好，法学、政治学等则以中国特色的权力体制和

法治体系为依据，更加注重挖掘党章的基础理论、分析党章的规范意涵、揭示党章的治理功能。而多学

科的参与在扩大研究成果产出的同时，主要从以下方面对党章研究的视野方法予以拓展：一是调动理论

资源，有意识地针对党章地位、体例、实施、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一般学理推演，以增强政治与学术之间

的互动性，如不把“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当作不证自明的政治论断，而是综合内容、效力、作用等角度明确

党章“最高性”的理论生成与形式表现［17］（P22）。二是引介研究方法，运用“国家—社会”范式、结构功能

主义、规范分析法等专门探讨党章整体的政治价值或党章具体制度条款的功能定位、规范意涵，以强化

党章研究的方法论、规范性色彩，如综合历史解释、语义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专门阐释党章总纲末段

的规范意涵［18］（P33）。三是丰富观察视角，将党章引入中华文明发展、中国国家建构、法治国家建设的叙

事语境，重新阐释党章的基本价值，如用党章开篇的先锋队条款联通党的领导、民主政治的中国道路，以

促成华夏文明秩序与党章总纲之间的相互解释、相互贯通［19］（P56）。

通过拓展理论资源、研究方法、观察视角，上述探讨无疑扩充了党章研究的领域内容、推动了党章研

究的知识转型进程。在多学科的对话交流中，党章研究不仅是服务党的工作、解决党建问题的学术平

台，还开始成为探讨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与规范渊源，展现中国独特政治与法治

逻辑的重要方式。但这方面的研究同样受到所属学科框架的限制，学者们仍然习惯于按照本学科的价

值观念设计党章议题，使党章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政党政治与政党治理等问

题的理论工具。例如，立足法治中国的规范布局，法学较为关注党章与宪法的关系命题。而在研究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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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时，不少成果以宪法为主视角展开，或强调党章服务宪法发展的功能［20］（P133），或从“不成文宪

法”［21］（P24）等宪法概念的角度来定位党章，以描述中国的宪制状态。这类研究论证的中心与其说是党

章，毋宁说仍然是本学科的专门研究对象。换言之，党章之所以进入观察视野，是因为其对本学科的专

门研究对象产生影响，分析党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这就意味着法学、政治学等学科

语境下的党章研究，难免存在议题设置分散化等不足，同样容易存在总体把握党章现象及其规律能力不

足、补强党建学研究缺陷作用有限的问题。

二、新时代党章研究面临的现实需求及挑战

经过40余年的发展，尽管党章研究的专业化、多样化、细致化程度日渐提升，但囿于党建学的长期主

导与其他学科的分散参与，党章现象及其规律复杂性与研究定位局限性的内在张力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这一张力在当下的政治实践中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出，中国

已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22］（P2）。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

更加注重发挥法治保障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而其中必然涉及通过党章的现代化治理问题。与

此同时，党内法规学已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学科结构的调整为党章研究带来另

一大新的时代课题，即如何回应党内法规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实践与学术的双重课题，既是对过去

党章研究适应性的挑战，也是未来党章研究实现新发展的重要机遇。

（一）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对党章研究的战略性需求

现代化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历程的核心命题。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3］

（P302）。对中国诸多社会科学学科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孕育了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相应的理论实践。

有关学科从各自领域出发展开的探索，通常都应以如何解释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经验、如何建设现代

中国为价值遵循，指向“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4］（P30）的使命追求。研究

作为现代化产物的党章，无疑应自觉诉诸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从前述脉络梳理看，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命

题，党建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参与下的党章研究，虽也曾直接涉及中国的国家建构、法治建设、文明发

展等问题，但更多秉持的是党建引领、党章治党的思路，将党章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本定位界定为：通

过从严管党治党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

核心。然而，这种研究格局尽管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与中国式现代化命题赋予党章的广阔理论空间还

不能完全适应。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

支持的情况”［25］（P341）。作为现代化起源地的西方，坚持的是国家与政治势力、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

在此背景下，出于组织政治与吸引选民的目的，西方政党往往要借助一套纲领章程来对外宣示意识形态

和政策倾向、对内确立组织体系，从而获得代表不同社会群体执掌或分享国家政权的可能。但对坚持马

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诞生于中国传统体制无法保障中华民族稳定存续的时代环境，

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26］

（P218）。根据这一定位，中国共产党不仅“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

护为最高标准”［27］（P1096）开展一切工作，最终成为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政权建设、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主体

性力量，还通过代表人民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动员各方力量参与现代化建设。党、人民、国家、社会并不

像西方国家理论预设的那样，处于相互博弈的对立状态，而是具有内在统一性。这种关系结构要求中国

共产党在体现人民意志的基础上，全面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达到将政党的发展目标与国家的发

展目标、社会的发展目标、中华民族的发展目标有机连接和一体化融合之根本目标”［28］（P14），以充分发

挥其政治整合、价值引领等优势。由此，党章的存在基础与战略定位自然也就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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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不仅是党的政治理想的宣言书、党的组织体系的制度根基，而且通过保持党和人

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相互支撑、相互保障。因此，党章需要在确认党的

理念主张、维系党的组织秩序的同时，兼顾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背景与条件，致力实现

党的使命、人民利益、国家任务、社会目标的同构①。对此，党章以党的性质地位为起点、以党领导人民为

线索，逐步发展出一套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重大问题的规范

表达。具言之，党章开篇即用两个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三个代表”和最高理想，完成党的阶级使命与

民族使命的有机融合，表明党“不仅是人民意愿的总代表，还是超前于其意愿的代表”［29］（P145），从而揭

示党的领导乃至当代中国的正当基础。紧随其后，党章从三个维度重点阐释“中国共产党之治”与“中国

之治”的道路选择：一是书写党的指导思想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有机结合的进程，总结党领导人

民取得的历史成就及其原因；二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思路，不断更新并确认党领导人民

发展国家的前进方向；三是按照“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30］

（P22）的基本理念，自觉加强党的建设总体部署、调适党的领导原则要求，并主动完善党的组织设置、严

格党员和干部管理。

这些围绕中国共产党这一特定主体展开的规范叙事，使党章区别于聚焦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

法叙事。以相关内容为依托，党章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管党治党、治国理政活动，将党的价值理念、战略

目标延伸至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塑造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直接调整政治关系、详细反映当代中国政治

体制、系统指引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等效果，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规范［31］（P115-117）。正

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才能经由党中央的战略推动，形成党章统领的党

内法规体系与宪法统领的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相并存、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大法治格局。

由是观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的党章有独特的规范构造与性质功能。党章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在

于党、人民、国家、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结，作用的场域在于党的治理活动。无论是党组织和党员关系、党

与各方关系的调适，还是国家方针、社会结构的演进，党章都会进行集中反映。党章一旦对相关问题作

出规范确认，即会通过党的治理活动向党内外形成广泛的效力辐射，“发挥着纲举目张引领党和国家事

业行稳致远的重大作用”［32］（P11）。因此，要充分理解党章现象及其规律，就不能简单将党章视为贯穿中

国共产党实现自我维系、自我发展历程的规范形式，而应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完整

脉络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方能摆脱过去理解党章战略定位的视野局限，在新的时代征程中提高党章

研究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能力。这就需要党章研究在对历史传统与制度内容保持

关注的同时，深入中国现实政治环境，综合考虑多方政治关系，充分发掘党章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互

动过程。

（二） 党内法规学科建设对党章研究的学术诉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由于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独有规范类型体现出来的特殊性，以及

中国共产党对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高度重视，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呼吁建立独立的党内法规学。

从 201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部分学位授予单位设置“党内法规”研究方向的通

知》，到2024年公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党内法规学已明确成为独

立的二级学科。但在学科地位转变的背后，却存在着“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处在一个将兴未兴的发展过

程，党内法规学理处在一个将立未立的形成阶段”［33］（P519）的尴尬局面。知识体系的不完善、理论体系

① 党章的这种定位一开始并不自明。在早期，由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领导权的意识尚未成熟，中国共产党尚不具备可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

强大权力，党章的主要功能还是表达党的革命理想和确立党的组织原则。直到1945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

改变，其政治主张开始被视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大宪章。正是在这一节点，党章开始具有记载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观，将党的建设与国家

建设、社会发展统一起来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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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成熟，始终是制约党内法规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重要因素①。反思党内法规学的发展困境，党内法

规研究起步较晚是重要原因。但值得追问的是，为何40余年来一直备受重视的党章研究，也未能形成足

以指引党内法规学有序推进的理论框架或研究范式？毕竟，正如宪法学知识谱系之于整个法学体系的

评价意义［34］（P65），最根本的党内法规的规范地位决定着，不管是将党章视作研究方向还是子学科，党章

的知识谱系原则上都应成为确立党内法规学研究方位和理论走向的关键坐标。

对上述问题的认识，还需回到党内法规学的核心需求和党章研究的短板之中。客观地讲，虽然近年

来党内法规研究逐渐呈现出“显学”之态，但这大多是依靠党建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资源达成的。

理论资源的依附性，使党内法规研究根据既有学科框架快速完成知识积累，却给党内法规学带来学科归

属上的争议［35］（P23）。然而，党内法规学出现的深层原因本就在于：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和

国家协同治理需求的产物，蕴含着独特的生成机理和演进逻辑，而既有学科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进路难以

对其作出有效应对，故需形成新的学科结构。因此，党内法规学作为新兴学科首要追求的，恰是如何“从

治党与治国之间的制度联结出发，对党内法规内在机理和外在功用进行一体化总结和概括”［36］（P74），以

整合并超越既有学科的党内法规现象解释机制。明确这一点后，党章研究繁荣景象下的内在缺憾自然

呈现出来：即使有一些进行自主理论建构的尝试，但党章研究仍未能真正脱离既有学科的话语支配。如

前所述，党章研究主要是在多学科对话交流中得以发展的。当这些学科站在各自立场看待党章现象时，

容易带有相应的理论预设和议题偏好，因而难免会对党章研究领域、观察视角进行针对性取舍或必要性

框定，甚至产生机械移植理论、制度的牵强附会之论，也就无法保证党章知识建构的逻辑自主与全面覆

盖。而站在党内法规学立场研究党章，是把党章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不论有关党章现象是否属

于党建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只要其涉及党章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和国家协同治理以及

党的自身建设的制度设计议题，便都需要党章研究予以关注和探讨。

将党章研究整体带入党内法规学独立的立场和视野，使其按照党内法规学的目标系统认识党章现

象及其规律，有助于深刻理解党章研究应有的学术定位，以推动党章知识体系的自主创新。在此基础

上，党章研究必须正视和解决的是：如何避免自身知识结构只是既有学科从各自视角出发的简单拼凑；

如何综合党内法规学的逻辑理念，实现对党章基本原理、历史演进、制度原则、运行机制等内容的再发现

与再诠释。这就要求党章研究必须回归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历史与现实，从中准确把握党

章生成与作用的时代方位，以强化党章知识的阐释力。易言之，党章研究应充分关注中国共产党在党和

国家治理中的主体性价值及其对当代中国法治规范体系的塑造，以中国共产党建设党章、党章对治党治

国发挥重要基础性作用为起点，全面揭示党章现象及其规律。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党章研究整体走向党

内法规学，只是表明其要为党内法规学的独立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并非否认既有学科研究党章的意义，

更不是要割裂或颠覆既有学科研究党章的基础。相反，结合党内法规学的跨学科特质来看［37］，党章研究

仍要借鉴既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研究方法，而且既有学科仍可继续围绕其研究对象和议题观察党

章。基于党内法规学立场的党章研究所要完成的，是秉持内在一致的认知理念，在积极促进既有研究有

效融合的同时，借助党内法规学的学科思维整合力，发展出一套逻辑自洽的党章知识体系。

三、新时代党章研究的使命回应

新时代党章研究的战略性需求与学术诉求，虽来自不同层面、具有不同性质，却指向一个共同趋势：

党章独特的功能定位与学术价值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不断彰显，曾经以梳理历史、解读文本、聚焦党建为

① 党内法规学在现实中处于二级学科地位，并不代表其不能从理论上获得一级学科地位。因为实践中的学科设置，需综合考虑教学体系、人才结

构、平台建设等因素。向一级学科发展，应是党内法规学未来一段时期的目标追求。认识到这一点，明确党内法规学与党建学、法学、政治学相

并列的态度，对后续探索党章研究的回应之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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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进路的学术研究，如今已愈加难以应对党章现实经验的复杂性；曾经基于其他学科进行的理论探

讨，如今越来越难以适应日渐变化的时代环境。面对系统认识党章现象及其规律，提升党章研究服务中

国式现代化、服务党内法规学能力的使命追求，亟待突破党建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传统路径依赖，

避免研究议题和分析进路的局限。对此，不妨考虑把党内法规学的形成当作一个良好契机，确立“以中

国式现代化为目的、以党内法规学为方法”①的党章研究宗旨，在探索基于党内法规学视角的党章理论的

同时，有效关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其中，“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的”是指，党章研究以发现中国共产党

通过党章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原理、探寻通过完善党章促进现代国家发展的有效路径为终极目的；

“以党内法规学为方法”则是指，党章研究遵循党内法规学的立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和国家协同治理

为分析视角考察党章现象。当然，“以党内法规学为方法”的党章研究目前还是相对全新的课题，其问题

意识、分析结构、理论框架等尚需长时间探索才能逐渐稳定成熟起来。本文在此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背

景的融合和对党内法规学视角的运用，尝试就一些关键问题作出初步阐释。

（一） 树立面向党和国家政治运行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党内法规学作为政治与法治实践的产物，其问题意识同样

“并非来自于概念或理念层面，更多的是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经验”［38］（P10）。从一定意义上讲，党内法规

学生命力的维系，不在于形成多么完美无缺的知识理论体系，而在于长久保持对各种规范现象、规范现

象背后政治关系和价值考量的解释力，以及对现实规范秩序需求的回应力。在这一理念驱动下，党章研

究需要进入党章生成发展和作用发挥的现实环境，即党和国家的政治运行环节。这是站在党内法规学

立场研究党章之问题意识的由来，也是通过研究党章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端。

将党章置于党和国家政治运行之中进行观察，就是要摆脱传统研究路径对党章的种种局限性理解，

从完整政治秩序的建构中发现党章问题，而不是简单从党章文本内容与党的政策论述入手展开探讨，也

不是结合其他研究对象反向寻找党章的具体问题，尽管后两者是研究党章必不可少的途径。这是因为

党章的文本内容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党的政策论述，有不少具有阶段性特征。而从现实层面看，党章起源

并发展于中国共产党组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亦对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秩序发挥着重要塑造作

用，具有更深层次的稳定价值。党章研究真正要追寻的，是文本背后长期存在的实质价值。这些实质价

值由中国共产党协同各方政治力量共同塑造而成，其根基之深厚、影响之深远，绝非既有学科的论证面

向可以概括。只有面向党和国家政治运行，党章研究才能在扩充观察视野以确保认知周延的同时，尽可

能覆盖更多问题域，承担起更为系统全面的知识生产责任；只有做到辩证统一地理解党章文本与现实的

经验世界，党章研究才能获得理论上的均衡发展。

从党和国家的政治运行出发，党章研究可以党章的生成与作用两大基本场域为核心，引申出专门的

问题意识：一是如何理解党章的发生发展，即追问党章的存在基础。包括但不限于：党章独特的战略功

能与规范形态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与党章之间究竟呈现出何种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着党章的实质价值与形式表现；为什么需要通过党章形塑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

与法治格局；如何论证党章超越一般政党章程定位的特征表现及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何以于西方国家政

党政治的话语范畴之外形成基于党章的中国话语。二是如何理解党章的规范供给与秩序塑造，即追问

① 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反思日本的中国研究时，曾指出这些研究的旨趣在于日本而非中国。但真正的中国研究应把中国当作构

成要素之一，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在此基础上，通过从中国内部出发来正确认识中国，能进一步充实对世界多元性的认识。这被总

结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国内亦有不少研究相继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以国家为方法等，主张形成扎根中国本

土的学术研究。本文借鉴沟口雄三之表述及其内在逻辑，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的、以党内法规学为方法”，是指在承认党建学、法学、政治

学、党内法规学均是党章研究呼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核心命题的重要方式的前提下，未来应着重发展“以党内法规学为方法”的党章研究。

这主要出于两重考量：一是党内法规学对党章研究的学术诉求本身即带有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活动作为研究中心的倾向，较为契

合中国式现代化命题赋予党章的理论空间；二是尽管党内法规学的党章研究只是整体党章研究的组成部分，但其能充分将党章作为一个独立研

究对象，用整合性学科视野实现对党章现象及其规律的系统观察，以弥补党建学、法学、政治学研究党章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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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是怎样在其发展过程中影响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同样包括但不限于：党章如何对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作出原则性、根本性安排；党章的价值理念与制度内容如何获得广泛贯彻与执行；党

章对“中国共产党之治”与“中国之治”的塑造机理是什么；党章如何与国家政权机关、民主党派、群团组

织、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人民群众等发生制度性关联；党章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对不同力量的政治整合

和价值引领；党章何以保持其战略性、引领性。这些围绕党章生成与作用场域产生的问题，可构成党章

研究中的一般性问题，其既能通过宏观层面的原理抽象获得解决，也能借助特定历史阶段、具体活动领

域得以体现。针对这类一般性问题作出相应的时代性回答，是“以党内法规学为方法”形成党章知识图

谱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基础前提。

（二） 构建涵盖党、党章、党和国家治理三个维度的分析结构

既然党章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面向党和国家的政治运行，那么就不宜仅按照从中国共产党到党章

再到中国共产党的线性思维分析具体的党章问题，而应综合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双重使命、作

为党章制定者与贯彻者的双重身份、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独特地位等要素，充分考虑中国共产

党的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实践，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方政治力量的普遍联结中深入思考党章的生成与作用

机理。这就需要构建一种涵盖多个维度、立体性的分析结构，即由党、党章、党和国家治理共同组成的三

维结构，以为党章研究提供广阔理论空间。

就党这一分析维度而言，其旨在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关系结构与政治行动意识，在主体与客体的

互动中把握“一个独特的政党如何导向一部独特的党章”的前提条件。任何政党在设计自身的纲领章程

时，总会根据其定位形成一定的价值判断与理性谋划，以使制定出的规范能服务于专门的政治目标。前

已提及，中国共产党通过代表和领导人民，将党、人民、国家、社会的发展目标统一起来，同时借助党章体

现和保障这种统一性。在此基础上，党章并非党组织和党员、党和人民博弈妥协的政治契约，而是国家

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规范。因此，党章研究要从中国共产党这一特定主体着手形成关于党章生成与发

展动力机制的认识，就有必要正确思考党与人民、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意义。结合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实践看，党与人民、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主要有两重表现样态：一是作为核心领导力量的

中国共产党，为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理想目标，需提出一套完整的理念方针、方案措施，以强大的组织

体系和政治能力主导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二是作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为永葆其先进性，需接受

人民利益诉求、国家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塑造，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回应时代使命。这种相互塑造逻辑，推

动着中国共产党不断革新对自身建设、人民保障、国家和社会前进方向等问题的认识，并将其反映到党

章之中。党章研究在分析各类党章现象时，应主动贯穿这一逻辑线索。

就党章这一分析维度而言，其旨在考察党章作为党的政治意志载体的理性价值与工具价值，在形式

与实质的统一中明确规范文本内在的生成逻辑。从规范制定主体与规范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看，党章

本质上属于中国共产党依据特定政治理念与理想目标进行政治决断的结果，映射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的政治成熟及对党和国家历史经验、未来道路的准确把握。可以说，党章是用一种具备极强形式理性特

征的方式，对可制度化的价值内容进行规范阐释，以确认和保障现实的政治秩序。据此，党章维度需同

时关注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党章的实质价值内核，即党章背后隐含的政治意图和政治方向，其属于党

章文本必须加以体现和维护的根本性存在；二是党章的形式价值表现，即党章如何将中国共产党赋予的

实质性价值内容进行高度抽象化与制度化，以符合现代化治理的形式理性要求。这两个层次密不可分，

不可偏废。党章研究只有深入认识实质价值，才能切实揭示形式文本中具体规范或条款的实际由来和

真正意涵；只有合理看待形式价值，才能更好理解制度化处理实质价值内容的标准要求和影响因素。

就党和国家治理这一分析维度而言，其旨在考察党章参与治理实践的方式与情况，在静态与动态的

交织中发现规范文本外在的作用逻辑。作为党的统一意志的最高规范表现形式，党章一经形成，便象征

着“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39］（P350），其核心目的是凝聚共识、团结力量、指引方向。例如，十七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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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修改时，专门写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内容，就是为“有利于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内在要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目标、任务更加明确，有利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更好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5］（P529）。这种对团结统一政治秩序的追求，也使党章与

一般政党章程大不相同。党章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过程中，发挥出应有的规范、引领

和保障作用，进而培育广泛的政治共识。这就要求党章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党和国家治理实践，准确认识

党章的作用途径。结合党章的战略定位与中国的政治实践，党章研究的党和国家治理维度同样应重点

把握两种途径：一是党章塑造党的途径，即依托严密的组织体系与严格的组织纪律，通过学习教育、督促

检查、追责惩戒等方式，直接“把全党同志的思想统一到党章上来”［1］（P51）；二是党章引领国家治理的途

径，即依托“融政党于国家并与国家权力高度结合的政治形态”［40］（P13），通过制度建设、权力运行等环

节，将党章的价值原则、规范内容传导至其他政治力量。

党、党章、党和国家治理三个维度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共同映射出党章的生成与作用场域。借助这

一三维结构分析党章现象，能将党章完整置于论证中心，并有效融合多方因素，不断拓宽党章研究视野、

丰富党章研究议题。以此为基础，党内法规学立场的党章研究可得到有序推进，而三个维度之分析，亦

最终归结于系统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党章现象及其规律。

（三） 形成贯穿党章生成与作用场域的理论框架

沿着面向党和国家政治运行的问题意识，涵盖党、党章、党和国家治理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党章

研究已初步具备不局限于党建视野，不简单从法律规范、政党政治等“他者”的镜像中观察党章现象

的条件。以之为基础，党章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对党章现象及其规律的整体把握，通过形成一种能补足

既有学科研究党章的缺憾，且更系统独立、更具现实回应力与方向指引力的知识地图，进而符合“以

中国式现代化为目的、以党内法规学为方法”的宗旨要求。对此，党章研究至少应从两方面作出学术

努力。

一方面，党章研究应坚持相对的独立性，遵循党内法规学先在的价值立场全面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的党章现象，并据以建立一个集成性的党章理论框架。根据前述分析，“以党内法规学为方法”的党

章研究，其理论基点在于中国共产党按照自身定位与目标建设党章、运用党章的内在机理。从这一理论

基点出发，可重新整合并明确党章理论框架的重点内容与延伸方向：一是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

政党特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结构性位置等，研究党章的核心价值理念、基本原则要求、

特殊生成逻辑、独特规范定位等，形成党章基本原理论。二是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的历史，研究决定不同历史时期党章文本设计的观念、利益、立场，以及不同时期党章发展变迁对党和国

家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形成党章史论。三是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认知、规范要求等，研究党章确认

的各项原则制度，以及这些原则制度对国家法律、民主党派章程、群团组织章程等的塑造和影响，形成党

章制度论。四是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机制、领导执政地位，党章的现实适用情况等，研究党章对党的

政治活动、国家政治与法治秩序建设、各方政治力量行动选择的影响，形成党章运行论。这些内容与方

向虽已在既有研究中有一定体现，但由于较强调以党和国家政治运行为主线贯穿党章生成与作用场域，

讲求发展更全面系统的党章现象解释机制，因而在观察视野、议题设置、理论目标上已存在较大变化。

另一方面，党内法规学立场的党章研究应保持一定的互动性，在从既有学科寻求知识与方法支持的

同时，积极融合并拓展各类党章研究议题，通过学科对话来发展或修正相应的理论框架。现代社会科学

知识极强的非线性分布特征，使任何学问都不可能为某一学科所垄断。“以党内法规学为方法”的党章研

究，追求的亦非另起炉灶的全然创新，而是在坚持价值立场的前提下进行继承和创新。这就意味着党章

研究应保持一种学术取向上的互动性，即合理关切党建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党章研究议题设置情

况，不断扩展对党章与党的建设的思想理论、概念话语、制度规范等要素，与宪法法律、政治体制等对象

之间关系的认识，提升从纷繁复杂的政治现实中抽象普遍性知识的能力。只有这样，党章研究才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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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现自我完善，并基于党内法规学立场真正建构起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命

题战略性需求的系统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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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中 等： 党章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时代使命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Epochal Mission 
Of Party Constitution Research

Zhou Yezhong, Xiong Na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studies an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disciplines such as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among others, the research on the Party Constitution has accumulated rich theoreti‐

cal achievements from the past 40 years, and established a corresponding knowledge framework and research 

style. However, behind the thriving research landscape, there still exist certain deficiencies,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confining the research of Party Constitution to the realm of party building, while neglecting its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topics overly biased 

towards perspectives of party construction studies, law, political science, etc., with a relative lack of ability to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based on its own ontology. With the so‐

cialist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and the study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

tions emerging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on the Party Constitution 

is facing dual challenges of practical and academic responsiveness, and its inherent deficienci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the study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in New Era should take 

the formation of the study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an opportunity, establish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aiming 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dopting the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

lations"; while exploring the theory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udy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re‐

quires stronger problem-consciousness in terms of the political operations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Party,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nd Party and 

state governanc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spans the generation and application domains of the Party Con‐

stitution.

Key words the research of the Constitution of CPC; the Constitution of CPC; Communist Party of Chi‐

na; Party governance and State govern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study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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